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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各区县之间最低工资水平调整时间和幅

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广义双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

动者健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经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

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 进一步根据收入分组分析发现,该政

策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对中高收入者的健康没有影响。 对该

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增加劳动者被正式雇佣的机会、增加收入水平、
增加健康投资、改善健康行为是这一效应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相反,
由于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的机制并不显著。 本文的结论深化了对于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认识,
为更科学全面评估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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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最低工资政策作为保障低收入劳动者、促进社会平等的最重要的劳动力市

场制度之一,受到全球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中

得到广泛推行与实施。 因此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也一直是劳动经济学和公共

政策中的经典问题和热门话题,得到了学术界、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但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有关最低工资政策对

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和经济福利方面,比如就业、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等,
对这一政策可能具有的间接影响,比如劳动者健康状况等非劳动力市场表现方

面研究和讨论则相对不足(Hor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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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其福利状况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劳动

者而言,健康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其是否有能力提高收入,逃离“低收入陷阱”。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相比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低收入群体面临着更加

严重的健康威胁(Whitehead
 

et
 

al. ,
 

2021)。 健康的不平等不仅是社会不平等的

重要体现,同时由于健康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Bloom
 

and
 

Canning,
2000),也将进一步加剧发展的不平衡,阻碍经济增长与脱贫。

所以很自然地让人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改善劳动

者健康状况? 尤其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劳动

者收入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均存在一定的差距 (Yip
 

et
 

al. ,2019)。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我国最低工资政策与劳动者健康状况之间

的因果关系,对于全面探索提高我国劳动者健康水平的有效路径,深入理解劳

动者健康的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经典的健康需求理论经济模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从收入与时间成本

两方面影响劳动者健康状况(Grossman,
 

1972):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

以带来其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增加其对健康的投资,
从而对其健康状况产生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相当于增加了

劳动者用于闲暇的单位时间成本,劳动者可能会因此增加工作时间,从而使工作

负担加重,可能会对其健康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从理论上难以判断,究竟

是“收入—健康效应”还是“替代—时间效应”哪一个占主导地位。 所以,最低工

资政策对劳动者健康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不确定的,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
近年来国际上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者非劳动力市场表

现的影响。 多数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者健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McCarrier
 

et
 

al. ,
 

2011;Meltzer
 

and
 

Chen,
 

2011;Averett
 

et
 

al. ,
 

2017;Lenhart,
 

2017;Reeves
 

et
 

al. ,
 

2017),对受影响家庭的婴儿健康也存在显著影响(Wehby
 

et
 

al. ,
 

2020),也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会显著地降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Horn
 

et
 

al. ,2017)。 然而,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缺少发展中国家的

相关经验证据(Leigh
 

et
 

al. ,
 

2019)。 关于我国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研究比较丰

富,围绕劳动者就业和收入(丁守海,2010;孙中伟和舒玢玢,
 

2011;
 

杨娟和李

实,
 

2016;
 

马双等,
 

2017)及在企业出口、生产率、外商投资、资源错配、抑制僵

尸企业等多方面(孙楚仁等,
 

2013;Gan
 

et
 

al. ,
 

2016;陆瑶等,2017;张军等,
2017;刘贯春等 2017,蒋灵多和陆毅,2017;马双和赖漫桐,2020;Hau

 

et
 

al. ,
 

2020)得到了不少真知灼见,但对于最低工资能否影响劳动者健康状况的研究

尚不多见。 截至目前,与本文主题相同的国内研究只有段志民(2020)。 该文采

用 2010—2015 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省级最低工资调整的变化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提升可以显著地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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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段志民(2020)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1999—2005 年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

在不同区县与不同年份之间的变化,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使
用双重差分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我国劳动者健康水平的

影响。 本文与段志民(2020)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所使用的最低工资数据直接

来自区县级。 这使我们对最低工资的测量更为准确,同时也显著增加了样本量

与变异程度,有利于获得最低工资对劳动者健康影响的更加精确的估计。 我们

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低收入劳动者主观汇

报的“自评健康状况”指标的水平,而对高收入劳动者没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

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 1%的水平,会使得低收入劳动者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

率提高 0. 39 个百分点。 这一数值相比于段志民(2020)的主要估计结果明显

较大①。
此外在双差分模型的具体使用上,本文也相对更加规范。 我们先后使用平

行趋势检验、三差分模型和控制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趋势项等估计和检验方

法,对我们的模型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假设,以及在放松该假设的前提下的估计

结果进行了进一步验证,结果依旧保持稳健。 除了“自评健康状况”指标外,本
文还对“患病影响”及“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这两个更为客观的健康指标进

行了分析,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会显著降低低收入劳动者受到患病影响以

及在过去四周内生病受伤的概率,而高收入劳动者的这两个健康指标同样不受

最低工资标准变化的影响。
在分析最低工资影响劳动者健康的作用机制时,本文区别了就业和收入两

种影响路径。 在就业方面,我们首先考虑了最低工资对低收入劳动者被雇佣或

者解雇的影响。 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将显著增加低收入劳动者从事雇

佣工作的概率,而且同时并不会导致原本从事雇佣工作的低收入劳动者被解

雇。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最低工资变动也会影响初始时期未从事雇佣工作

人群的健康的原因。 其次在收入方面,我们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也将显著

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的改善进一步带来健康资本投资的

增加。 具体表现为增加对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并显著降低抽烟行为。 最

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不会对

低收入劳动者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与段志民(2020)相同,本文

从研究主题上拓展了国内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研究的主题范围。 通过将

Grossman 健康需求理论经济模型与我国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对我国重要的劳动

013

① 进一步考虑到本文定义的“低工资劳动者”的范围比该文定义的更大,即包含了更多不受最低工

资影响的劳动者,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估计结果应该比该文小。 综上可以认为:使用省

级最低工资数据可能会显著低估最低工资对健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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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制度———最低工资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为理解影响劳动者健康状况的公

共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次,与既有的大多数关于最低工资研究所采用的省

级或地市级数据不同,我们所使用区县级的最低工资数据,从测量的角度更为

精确,也增加了样本量与变异程度,有利于获得对最低工资影响的更加精确的

估计。 最后,在机制验证方面,以往的多数文献往往只注重收入路径,即劳动者

收入提升进一步带来健康投资的增加和健康行为的改善(段志民,2020),对最

低工资提升对低收入劳动者就业的影响进而导致健康受益(或受损)的机制讨

论较少。 而本文强调最低工资提高可能会通过就业和收入两条路径影响劳动者

健康。 与 Horn
 

et
 

al. (2017)的结论相反,我们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显著增加了低收

入者被雇佣的概率,从而增加了收入的稳定性,因此可以进一步改善其健康状况。
本文其余部分按照如下方式组织:第 1 部分介绍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第 2

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和变量;第 3 部分介绍计量模型;第 4 部分汇报文章

主要估计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第 5 部分探讨可能的影响机

制;最后是结论。

1　 制度背景:
 

中国的最低工资政策

我国于 1994 年 7 月 5 日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劳动

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由此最低工资政策的法律地位在我国首次得到了确立,
并于 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出台了各

自的最低工资标准。 此后,2004 年 1 月 20 日,当时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现为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门制定并公布了《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地方政府依据各地

的生活成本与经济水平等因素确定最低工资的标准,且至少每两年要依据地方经

济条件的变化进行一次调整。 该规定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政府也进一

步加强了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落实与监管。 至此,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劳动力市场

上正式大面积广泛推广与实施。
根据《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中的要求,全国各地在确定和调整最低

工资标准时要参考“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异”,因此在我国不

仅不同省份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同一个省内的不同地级市之

间、同一个地级市内不同县区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存在差异。 我国各级政府

对当地的最低工资基本上每年都会进行调整①,且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113

① 2009 年除外。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 2009 年的最低工资水平相比 2008 年没有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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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地区之间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也均存在着较大差异。 这使得本文的

核心解释变量———最低工资,在县区之间、年份之间都有充分的变化。
我们计算了全国所有区县在 1999—2005 年间每一年的最低工资平均值,

并将结果汇报在图 1 中。 观察图 1 我们发现,全国区县的平均最低工资水平从

1999 年的每月每人 233. 3 元,到 2005 年增至 374. 5 元。 这期间最低工资标准

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图 1　 平均最低工资随年份变化图

图 2　 最低工资水平的分布图

为了展现最低工资在全国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我们在图 2 画出了 1999 年

和 2005 年最低工资在不同区县之间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同一年份内最低工

资在各区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1999 年全国最低工资分布在每月 100 元到 500
元之间,而 2005 年分布在 200 元至 700 元之间。 这说明最低工资在县区维度具

有充分的变异,这为本文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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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出台基本是在各级地方政府内部完成,
在新的变化出台之前不会经过社会的公开讨论。 提高最低工资到新标准的决

定一经地方政府发布,会通过地方政府网站、报纸与电视广播等渠道让公众知

晓。 这一决定程序保证了公众对最低工资的变化幅度事先不会有准确的预期,
因此事先不会有劳动者行为方面的变化,从而保证了最低工资调整对个体劳动

者而言是一个相对外生的冲击。

2　 数据与变量

2.1　 个体层面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个体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CHNS 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的

长期追踪调查。 该调查开始于 1989 年,在 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0 年、
2004 年、2006 年、2009 年、2011 年以及 2015 年开展了多轮追踪调查,通过多层

随机聚类(multistage
 

random
 

cluster
 

process)的方式抽取样本,覆盖 15 个省份与

直辖市,样本分布广泛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①。 我们获得了 CHNS 受访个体所

在县区的信息,因此可以与县区层面的最低工资数据匹配,满足本文研究需要。
由于最低工资数据在 1997 年及之前缺失较多,本文使用了 CHNS 在 2000

年及之后的样本,同时由于关键的被解释变量(自我评价的健康水平)在 2009
年及之后不再被问及,因此,结合研究需要,我们使用了 2000 年、2004 年、2006
年三轮调查的样本。 此外,我们将样本年龄选定在 18 岁到 55 岁之间,因为这

个年龄段之外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或年龄过小未参与工作,或已达退休年龄,不
再受到最低工资政策的直接影响。

与相关文献一致(Lenhart,
 

2017;
 

Horn
 

et
 

al. ,
 

2017;
 

Averett
 

et
 

al. ,
 

2017),
我们主要使用劳动者主观汇报的综合健康来衡量健康水平。 主观汇报的综合

健康水平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个体综合的健康水平,在有关劳动者健康的

研究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Strauss
 

and
 

Thomas,
 

1998)。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还使用了自评患病影响等健康指标进行辅助研究,避免了使用单一健康指

标而导致准确性不强的问题。 本文使用的各类健康指标定义如下:
(1)

 

自评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这一指标来自 CHNS 问卷中的问题“与
同龄人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对该问题的回答为四级程度变量

313

① 在 2011 年之前,CHNS 样本涵盖辽宁、山东、黑龙江、江苏、湖北、湖南、河南、贵州、广西 9 个省份。
北京、上海、重庆从 2011 年起加入调查,陕西、云南、浙江从 2015 年起加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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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好”“一般”和“差”。 如果受访者回答“非常好”或者“好”,我们认为其

自我评价为健康,并定义其“自评健康状况”虚拟变量为 1,如果受访者回答“一
般”或者“差”,则定义其“自评健康状况”虚拟变量为 0(程令国和张晔,2012)。

(2)
 

患病影响。
 

“患病影响”这一指标来自 CHNS 问卷中的问题“在过去三

个月里,你有无因患病而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如果受访者回答“有”,则定

义其“患病影响”指标虚拟变量为 1,如果受访者回答“无”,则定义其“患病影

响”虚拟变量为 0。 这一指标在有关劳动者健康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非常广

泛的使用(Over
 

et
 

al. ,
 

1992;
 

Jamison
 

et
 

al. ,
 

1993;
 

Schultz
 

and
 

Tansel,
 

1997)。
(3)

 

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 “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这一指标来自

CHNS 问卷中的问题“过去四周中,你是否生过病或受过伤? 是否长期患有慢

性病或急性病?”。 依据问卷提示,这些病痛包括发烧咽喉痛、咳嗽、腹泻胃痛、
头痛目眩、关节肌肉酸痛、皮疹皮炎、眼耳疾病、心脏病心口痛等症状。 如果受

访者回答“有”,则定义其“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虚拟变量为 1,如果受访者

回答“无”,则定义其“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虚拟变量为 0。

2.2　 最低工资数据

全国各地不同年份最低工资标准的数据可以通过查询各地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局网站、收集整理各地有关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通知等方式得到,本文

得到全国 2374 个县区 1999—2005 年共计 7 年间的最低工资数据,数据覆盖了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 CHNS 数据涉及的区县与最低工资数

据中的区县进行了匹配,从而得到了 CHNS 样本中每个劳动者所在区县对应的

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成功匹配的区县即是本文实证回归中样本区县。

2.3　 地区层面数据

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还使用了一系列地区层面的数据,主要包括经济数

据、人口数据与医疗卫生数据三类,这些数据全部来自各年度的《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其中经济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人口数据包括城市总

人口、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城镇个体劳动者数量、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医疗

卫生数据包括医院卫生院数量、医生数量。 我们将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与 CHNS
数据涉及区县所隶属的市相匹配,从而得到每个劳动者所属地级市在每个调查

年份的一系列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在回归中进行控制时分别对这些变量取自然

对数。 此外,考虑到在本文样本期间内,我国于 2001 年和 2005 年先后实施了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提

升也有积极影响,可能会为本文实证结果带来干扰。 因此,我们使用 CHNS 社

区调查问卷中有关当地医保覆盖情况的信息,构造“个体所在社区是否覆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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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这一虚拟变量,并在实证模型中加以控制。 具体而言,如果个体所在社

区中已覆盖以下类型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公费医疗、职工医疗保险、合作医疗

保险)中的任意一项,则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2.4　 样本的统计描述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对个体样本进行基本统计描述。 由于在进行回归分析

时依据劳动者收入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两类,因而在进行描

述性统计时我们也对这两类群体分别展开。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汇报于表 1 中,
每个变量均汇报了均值与标准差,观测值在最后一行予以报告。 观察表 1 我们

可以发现,全部样本的平均年龄在 40 岁左右,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年龄要更大。 全

部样本中男性比例约为 47. 1%,少数民族约占 9. 1%,城市户籍比例约为 26. 1%,
而低收入群体中男性占比仅为 42. 7%,城市户籍的占比仅为 17. 3%,高收入群

体中则分别达到了 52. 6%和 37. 1%,与我国的国情非常相符,即男性劳动者的

收入水平要高于女性,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高于乡村劳动者。 受教育程度这

一指标根据是否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分为两类,全部样本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

历的个体占比为 33. 7%,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这一比例分别为 25. 4%和

43. 2%,充分反映了高收入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事实。 最后,我们观

察三个健康变量“自评健康状况”、“患病影响”和“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全
部样本中劳动者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比例约为 68. 0%,受到患病影响及过去四周

生病受伤的比例分别为 4. 7%和 9. 8%。 高收入劳动者这三个指标反映的健康

情况都要优于低收入劳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收入与高健康水平的相

关性。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高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全部样本

年龄
39. 556 40. 787 40. 239

(9. 492) (8. 799) (9. 134)

性别(男性= 1)
0. 526 0. 427 0. 471

(0. 499) (0. 495) (0. 499)

民族(汉族= = 1)
0. 921 0. 899 0. 909

(0. 270) (0. 301) (0. 288)

户籍(城市户籍= 1)
0. 371 0. 173 0. 261

(0. 483) (0. 378) (0. 439)

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 1)
0. 432 0. 254 0. 337

(0. 495) (0. 435) (0. 473)

自评健康状况
0. 690 0. 673 0. 680

(0. 463) (0. 469) (0.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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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高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全部样本

患病影响
0. 040 0. 052 0. 047

(0. 196) (0. 222) (0. 211)

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
0. 092 0. 104 0. 098

(0. 289) (0. 305) (0. 298)

观测值 5588 6995 12821

　 　 注:
 

a. CHNS 变 量 的 定 义 与 对 应 的 问 卷 问 题 代 码: “ 年 龄”, A3a; “ 性 别 ”, AA2a; “ 民 族”,
NATIONALITY(来自于问卷 codebook);

 

“户籍”,A8b1;“受教育程度”,A12;“自评健康状况”,U48a;“患
病影响”,U48;“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M23。

b. 对于每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第一行为均值,第二行(括号中的)为标准差。

3　 实证方法

为了识别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劳动者健康状况的影响,我们构造了如下的

回归方程:
yict = αi + β × ln MinimumWagec,t-1( ) + λ t + Xct + εic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ct 表示区县 c 中的个体 i 在 t 年的健康状况;解释变量

ln(MinimumWagec,t-1)为区县 c 在 t-1 年的最低工资水平的自然对数①,其系数

β 是我们关心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表示最低工资调整对劳动者健康状况的

实际影响;α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如
性别、民族等)②;λ 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同地区间共同的时间趋势

的影响。
由此可见,式(1)是一种面板数据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因果识别来自最低工

资标准在不同县市、不同年份两个维度的连续性变化,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广

义双重差分(Generaliz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Generalized
 

DID)模型( Imbens
 

and
 

Wooldridge,2009)③。
为了进一步减轻遗漏变量问题,我们还控制了可能同时影响当地最低工资

水平和劳动者健康的地区时变因素 Xct,这些地区控制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职工平均工资、城市总人口、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城镇个体劳动者数量、第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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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之所以选用滞后一年是因为调查年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发生的变化可能没有充足时间将其影响

施加到个体劳动者的健康水平上,所以多数研究都是采用滞后一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周广肃

(2017)、Dautovic'
 

et
 

al. (2019)、Geng
 

et
 

al. (2022)等。
由于个体受访编码以地区编码开头,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因此个体固定效应 λi 已经包含了区县固

定效应 λc,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相比于仅仅控制区县固定效应在因果识别上更为准确。

关于 Generalized
 

DID 的讨论与应用,见 Draca
 

et
 

al. (2011)、Dautovic'
 

et
 

al. ( 2017)、Horn
 

et
 

al.
(2017)、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等研究。 相比之下,经典的 DID 是利用受处理状态在横截面和时

间两个维度的不连续(即 0 到 1)变化(即定义分别代表处理组和受处理时间的两个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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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业人员比重、医院卫生院数量、医生数量及有无医保覆盖。
尽管在上述回归中我们通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加入地

区控制变量削弱了最低工资指标的内生性,但其内生性依旧难以得到完全解

决。 为此,借鉴 Bleakley(2007)、Angrist
 

and
 

Pischke(2009)的思路,进一步控制

了每个省份不同的线性时间趋势 λp ×t,其中 λp 表示省份虚拟变量。 这样做允

许了不同省份劳动者的健康水平本身会遵循不同的线性时间趋势进行变化,从
而排除了可能遗漏的地区性趋势的影响。 回归方程如下:

yict = αi + β × ln MinimumWagec,t-1( ) + λ t + Xct + λp × t + εict (2)
　 　 为解决误差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聚类相关问题,我们将回归标准误差在

县区维度进行聚类(cluster)调整。
此外,受 Dautovic'

 

et
 

al. (2017)研究的启发,我们还区分了中高收入和低收

入群体,利用中高收入群体作为控制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只有低收入

群体会受到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而中高收入劳动者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政策的

直接影响,如果回归结果显示两类劳动者的健康水平都受到了最低工资变化的

影响,那么这一影响有可能是其他被遗漏的因素(如县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
疗保险及扶贫政策)导致的,估计系数是有偏的。 相反,如果我们发现低收入劳

动者的健康水平受到最低工资变化的显著影响,而中高收入劳动者的健康水平

不受其影响,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潜在遗漏变量的问题,进一步证明本文

因果识别的可信性,表明劳动者健康水平的变化确实是由最低工资的变化而非

同时期其他难以观测的因素所致。
为了划分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我们依据个体首次出现在样本中时的年

收入,如果其首次出现受访的年收入小于等于 2 倍的所在县区当年最低工资水

平,则我们认为其受到最低工资影响,将划入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否则该

个体被划分进控制组(control
 

group)。 为了避免个体分组变化带来的样本选择

问题,我们规定个体的分组身份在之后的年份里不发生变化。
我们没有直接用最低工资线作为分组标准的原因是:由于个体劳动者的分

组身份一旦确定便不会再发生变化,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初始期收入

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其收入在随后

的样本年份里很可能会低于当地最低工资,那么该个体收入会受到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的影响,因此,收入刚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其收入、就业、消费等

诸多变量会受到最低工资变化的影响(Belman
 

et
 

al. ,
 

2015),应该被划分进实

验组①。 为了尽可能保证控制组样本在整个样本区间均不受到最低工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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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种分组方式可能使得部分不会受到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劳动者被划分进实验组,但这并

不会影响到本文的主要结论,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回归结果可以理解为其所受影响的下界( lower
 

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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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做法,选用两倍最低工资作为划分依据,这样做也存在

一定的现实依据:从前文图 1 可以看出,本文实证研究中涉及到的全部区县的

平均最低工资水平在基准回归样本时间范围内(1999—2005 年)增长了不到 2
倍,这意味着初始期收入小于 2 倍的当地最低工资的个体在研究期限内很可能

受到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而初始期收入高于 2 倍的当地最低工资的个体基本

不会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因此在基准回归中以 2 倍的最低工资为界对实验组

与控制组进行了划分。

4　 基准结果、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基准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即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劳动者

“自评健康状况”指标的影响。 我们首先汇报了基于全样本的式(1)的回归结

果,如第(1)、(2)列所示,其中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地区层面时

变变量。 我们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改善了劳动者自我汇报的健康水平。
考虑到最低工资应该主要对低收入群体带来影响,我们进一步区分了高低收入

群体分样本对式(1)进行回归。 第(3)、(4)列汇报了处理组(即低收入劳动者)
的回归结果,第(5)、(6)列则汇报了对照组(即中高收入劳动者)的回归结果,
第(4)、(6)列在第(3)、(5)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地区控

制变量。 根据第(3)列结果,对低收入劳动者而言,最低工资提高 1 个百分点,
会导致劳动者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34 个百分点左右,结果在 1%的水

平上显著。 第(4)列结果进一步表明加入地区控制变量后,最低工资提高 1 个

百分点,会导致其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39 个百分点左右,结果依旧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而观察(5)、(6)列可以发现,
对于中高收入劳动者而言,无论是否加入地区控制变量,最低工资变化对其自

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并无显著影响。

表 2　 基准回归:最低工资对劳动者自评健康的影响

全样本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1) (2) (3) (4) (5) (6)

最低工资
0. 314∗∗∗ 0. 168∗ 0. 340∗∗∗ 0. 387∗∗∗ 0. 115 0. 112

(0. 117) (0. 086) (0. 126) (0. 123) (0. 146) (0. 165)

是否覆盖医保政策
0. 007 -0. 008 -0. 009

(0. 019) (0. 021) (0. 026)

国内生产总值
0. 088 0. 325∗ 0. 096

(0. 160) (0. 177) (0.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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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样本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1) (2) (3) (4) (5) (6)

职工平均工资
-0. 078 0. 039 0. 224
(0. 261) (0. 250) (0. 291)

城市总人口
-0. 220 -0. 048 -0. 120
(0. 140) (0. 222) (0. 209)

单位从业人员数量
-0. 007 -0. 032 -0. 002
(0. 093) (0. 068) (0. 063)

城镇个体劳动者数量
0. 019 -0. 043 0. 048

(0. 027) (0. 037) (0. 043)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 007 -0. 015 0. 007

(0. 038) (0. 040) (0. 039)

医院卫生院数量
0. 024 0. 091∗∗ -0. 030

(0. 050) (0. 043) (0. 056)

医生数量
-0. 007 -0. 002 0. 067
(0. 089) (0. 135) (0. 128)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Tre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4685 12821 8167 6995 6282 5588
R-squared 0. 517 0. 522 0. 510 0. 523 0. 534 0. 541

　 　 注:括号内均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在县区维度进行聚类调整。∗、∗∗、∗∗∗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余表同此。

以上结果表明,低收入劳动者的健康水平会受到最低工资变化的正向影

响,中高收入劳动者则不受其影响。 这也说明了劳动者健康水平的变化是由于

最低工资变化的影响,而非同时期其他难以观测的因素所致。

4.2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最低工资的构建方式。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调查年份前一年

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解释变量。 由于 CHNS 并不是每年都对样本进行调查,两
期调查之间有着数年的时间跨度。 因此,个体在被调查年的健康水平可能不仅

受到前一年最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还可能是受到更早年份最低工资变化的累积

(滞后)影响。 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针对每个地区,使用地区 c 在本调查期与

上一调查期之间所有年份最低工资的平均值并取对数作为调查期对应的最低

工资标准,重新构造了回归所用的解释变量。 同时,如前文所述,我们基于

式(2)进行回归,即在回归中不仅加入了地区控制变量,同时还控制了每个省份

不同的线性时间趋势,结果见表 3 第(1)、(2)列。 第(1)、(2)列分别对应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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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与中高收入劳动者的估计结果,对于低收入劳动者,最低工资每提高 1%的水

平,其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43 个百分点,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

著;对于中高收入劳动者,估计系数为 0. 17 但并不显著。 与主回归相比,估计

结果保持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改变最低工资构建方式与基期收入衡量方式

(1) (2) (3) (4)

改变最低工资的构建方式 改变基期收入的度量方式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最低工资
0. 425∗∗ 0. 171 0. 574∗∗∗ 0. 153
(0. 166) (0. 183) (0. 167) (0. 119)

City
 

level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Trend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7027 5633 5820 6825

R-squared 0. 521 0. 537 0. 525 0. 534

　 　 注:第(1)、(2)列对应改变最低工资构建方式后的估计结果,第(3)、(4)列对应改变样本分组方式

后的估计结果。

(2)
 

改变基期收入的衡量方式。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通过将个体收入与最

低工资标准进行比较来划分确定个体劳动者属于实验组还是属于控制组。 个

人收入虽然更为直接地反应个体劳动者属于低收入还是高收入群体,不过考虑

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家庭收入有时更能反映家庭中个体的经济状

况,从而也可以用来判断最低工资标准对其可能存在的影响。 因此,在这部分

的稳健检验中,我们基于个体所属家庭的家庭人均收入对个体进行分组。 如果

初始时期家庭人均收入小于等于 2 倍的当期最低工资标准,则该个体被划分进

实验组,否则,该个体被划分进控制组,同样,个体劳动者的分组身份在之后年

份里不再发生变化。 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3 第(3)、(4)列。 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劳

动者,最低工资每提高 1%的水平,其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57 个百分

点,估计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中高收入家庭的劳动者来说,最低工

资标准的变化对其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无显著影响。 与主回归相比,估计结

果同样保持稳健。
(3)

 

三重差分法。 尽管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通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

定效应以及加入地区控制变量削弱了最低工资指标的内生性,但其内生性依旧

难以得到完全解决。 虽然我们通过区分高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其

他因素的干扰,但仍可能会存在一些区县层面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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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相关,并且会影响到当地劳动者的健康水平。 例如,从
2003 年起,我国在农村地区逐步推广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0 年起,开始

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最终于 2006 年取消了农业税;另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在此期间也在逐步建立。 在此背景下,分样本

回归时针对低收入劳动者得到的估计系数也可能是最低工资政策与这些同时

期政策冲击的影响叠加后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证明主

要结论的准确性,我们构造了如下三重差分方程式:
yict = αi + β ×MinimumWagec,t-1 ×Treati + λct + εict (3)

式(3)的核心解释变量是MinimumWagec,t-1 ×Treati,利用最低工资在地区和年份

的变化,以及对低收入与中高收入劳动者影响上存在的不同,构造了区县、时间

和个体三个维度的差异,因此是三重差分方法。 相比于式(1)而言,式(3)通过

多引入了个体维度差异,因此可以控制县区-年份固定效应 λct,从而控制包括上

述提到的同时期其他冲击在内的所有县区-年份层面变动的遗漏变量的影响。
因此我们得到的估计系数 β 是在除去所有的其他县区-时间维度因素的影响后,
低收入劳动者与中高收入劳动者相比,其健康水平受到最低工资变化的影响的

大小。 我们针对基准回归与前文两个稳健性检验分别进行三重差分的回归分

析,并将结果汇报于表 4 中。 观察表 4 第(1)列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提高 1 个百

分点,会导致低收入劳动者与高收入劳动者相比其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08 个百分点,估计结果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第(2)、(3)列表明,使用

多年平均最低工资或基于家庭人均收入进行分组后,最低工资提高 1 个百分

点,会导致低收入劳动者与中高收入劳动者相比其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分别

提高 0. 06 或 0. 14 个百分点,估计结果分别在 10%和 1%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

依旧保持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三重差分(DDD)回归

(1) (2) (3)

最低工资
0. 082∗ 0. 063∗ 0. 138∗∗∗

(0. 045) (0. 035) (0. 041)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s
County×Year

 

of
 

Survey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4449 14526 14505
R-squared 0. 543 0. 542 0. 542

　 　 注:第(1)列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三重差分回归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在稳健性检验(1)
的基础上进行三重差分回归的估计结果,第(3)列是在稳健性检验(2)的基础上进行三重差分回归的

估计结果。

(4)
 

利用 2004 年政策调整进行平行性趋势检验。 由于基准回归利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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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在不同县区和年份的连续性变化,因此无法按照标准的 DID 做法进行

平行性趋势检验。 为此,我们利用 2004 年我国加强对于最低工资的执行力度

的政策冲击,构造标准的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平行性趋势(蒋灵多和陆毅,
2017;Mayneris

 

et
 

al. ,2018)。 2004 年,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出台新的《最低

工资规定》,要求地方政府依据各地的生活成本与经济水平等因素确定最低工

资的标准,并加强了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落实与监管。
我们比较中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在 2004 年政策调整前后健康水平差异的

变化。 由于 2004 年加强了最低工资的执行,我们预期在此之前,最低工资对低

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的健康不会产生差异性影响,在 2004 年之后,则会显著改

善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由于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最低工资来自 1999、2003
和 2005 三个年份(分别对于滞后一期的个体健康),前两个年份可以作为对照

组用来检验平行性趋势。 我们构造的回归方程如下:
yict = αi + β ×LowIncomei ×Post2004t + λ t + Xct + λp × t + εict (4)

yict = αi + ∑
t = 2003,2005

βt ×LowIncomei ×Dummyt + λ t + Xct + λp × t + εict 　 (5)

其中,LowIncomei 表示低收入群体(即初始收入水平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2 倍),
Post2004t 是代表 2004 年之后的虚拟变量,Dummyt 是表征年份的虚拟变量。 其

他变量与式(2)定义相同。 回归结果汇总于表 5,其中第(1)列为式(4)的回归结

果,我们发现,2004 年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后,低收入群体相比于高收入群体的健康

水平显著提高。 同时,这一设定满足平行性趋势,根据第(2)列即式(5)的回归结

果,1999 年到 2003 年间的最低工资调整未影响到高、低收入群体的健康差异,而
2003 年到 2005 年间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表 5　 使用 2004 年政策冲击检验平行性趋势

(1) (2)

LowIncome×Post2004
0. 032∗

(0. 017)

LowIncome×Dummy2003
0. 019

(0. 020)

LowIncome×Dummy2005
0. 045∗∗

(0. 022)

City
 

level
 

controls Yes Yes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Province-Year
 

Trend Yes Yes

Observations 12660 12660

R-squared 0. 525 0.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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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其他的健康指标。 在上文中,我们使用个体劳动者的“自评健康

状况”指标来衡量个体的健康水平。 尽管这一指标在有关劳动者健康的研究中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单一综合指标往往过于宽泛笼统,且不同个体在进行自

我评价时的标尺不同,对这一指标的衡量可能会出现偏误,从而对实证研究的

结论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进一步丰富对个体健康的衡量方式,此处我们使用个体的“患病

影响”与“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两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展开分析。 回

归结果汇报在表 6 中。 观察表 6 第(1)列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每提高 1%,低收入

劳动者受到患病影响的概率降低 0. 2 个百分点左右,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

显著,而第(2)列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中高收入劳动者受到患病影响的概率并

无显著影响。

表 6　 稳健性检验:使用个体患病、过去四周生病受伤情况作为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个体患病影响 过去四周是否生病受伤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最低工资
-0. 204∗∗∗ 0. 008 -0. 184∗∗ 0. 070
(0. 050) (0. 047) (0. 091) (0. 061)

City
 

level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Trend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6810 5896 6998 6213
R-squared 0. 444 0. 474 0. 480 0. 502

类似地,观察表 6 第(3)列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每提高 1%,低收入劳动者在

过去四周生病受伤的概率降低 0. 2 个百分点左右,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
第(4)列则表明,最低工资变化对高收入劳动者在过去四周生病受伤的概率并

无显著影响。 在使用这两个健康指标进行分析检验后我们发现,主要结论依旧

是稳健的。

4.3　 异质性分析

(1)
 

性别。 首先我们考察最低工资变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在男女性之

间的差异。 男性与女性在从事工作的种类、强度与薪资水平上均存在差异,其
健康水平受最低工资影响的方式、程度也可能会存在不同。 我们将低收入劳动

者进一步划分为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分别进行回归分析①。 回归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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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第(1)、(2)列,最低工资水平每提高 1%将使女性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

提高约 0. 4 个百分点,使男性自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37 个百分点,估计

结果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可见,最低工资对劳动者健康水平的影响在性别方

面无明显差异。

表 7　 异质性分析(低收入群体)

(1) (2) (3) (4) (5) (6)

女性 男性 低技能 高技能 雇佣 非雇佣

最低工资
0. 395∗∗∗ 0. 370∗∗ 0. 440∗∗∗ 0. 309 0. 492∗∗ 0. 325∗∗

(0. 144) (0. 142) (0. 129) (0. 277) (0. 234) (0. 125)

City
 

level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Tre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003 2992 4169 1409 2388 4599

R-squared 0. 521 0. 523 0. 532 0. 551 0. 519 0. 525

　 　 注:第(1)、(2)列对应区分个体性别的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第(3)、(4)列对应区分个体受教育

程度的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第(5)、(6)列对应区分个体是否从事雇佣工作的异质性分析的估计

结果。

(2)
 

受教育水平。 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所从事工作的种类与工

作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其健康水平也可能受到最低工资标准变化的不同影

响。 对于低收入群体,我们根据其受教育水平划分为高技能劳动者(拥有高中

及高中以上学历)与低技能劳动者(高中以下学历),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

果汇报在表 7 第(3)、(4)列。 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每提高 1%,低技能劳动者自

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44 个百分点,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高技能劳

动者的回归系数较小且不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这些高技能个体分布在低收

入群体样本的收入水平的上层,他们受到的最低工资变化的影响是相对较

小的。
(3)

 

是否从事雇佣工作。 从事雇佣工作与未从事雇佣工作的个体其健康

水平受到最低工资影响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不同。 对于从事雇佣工作的个体

而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以直接影响其收入,从而对其健康水平带来影响;
而对于尚未从事雇佣工作的个体而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增大不从事雇佣

工作的机会成本,从而可能会增加这部分劳动者向雇佣工作岗位的进入,进而

对其健康水平带来影响。
我们针对个体工作身份差异———是否从事雇佣工作展开异质性分析。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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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收入劳动者在样本初始期是否从事雇佣工作①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汇

报在表 7 第(5)、(6)列。 可以发现最低工资每提高 1%的水平,雇佣工作者自

我评价为健康的概率提高 0. 49 个百分点,而未从事雇佣工作的人自我评价为

健康的概率提高 0. 33 个百分点,两者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
最低工资政策对于从事和不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健康状况均有显著影

响,虽然对前者的影响更大。 如前所述,最低工资影响未从事雇佣工作劳动者

健康的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是由于最低工资提高后促进了未从事雇佣工作的

劳动者进入雇佣工作。 在后文中,我们将对这一可能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5　 影响机制分析

最低工资的调整不仅会对雇佣工作者产生直接影响(“集约边际”),也会

通过影响雇佣工作决策而对原本未从事雇佣工作的人群产生影响(“扩展边

际”)。 由于从事雇佣工作与未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健康水平受到最低工资

政策影响的渠道会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我们对雇佣工作者与非雇佣工作者分

别进行说明。
对于雇佣工作者来说,经典的健康需求理论认为最低工资政策可以从收入

与时间成本两个角度影响其健康水平(Grossman,
 

1972)。 一方面,最低工资标

准的提高可以带来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从
而对劳动者健康产生正向的影响。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增加休

息、娱乐等活动的时间成本,因而可能会增加劳动者用于工作的时间,使其工作

负担加重,从而对劳动者健康产生负向的影响。 此外,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

增大企业的用人成本,从而可能使得部分雇佣工作者因裁员等原因被迫退出雇

佣工作(即被解雇),进而对这部分劳动者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于原本不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来说,最低工资政策在短期内虽然不会

对其收入和工作时长存在直接影响,却可以通过影响其被雇佣的状态来形成间

接影响。 从进入雇佣工作角度来看,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增大不从

事雇佣工作的机会成本,从而吸引部分未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进入雇佣工作

岗位。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也可能使企业的负担加重,进而导致企业

的用人门槛提高,那么未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将更难找到雇佣工作。 因此,
具体的影响方向需要实证分析给出答案。

接下来,我们从雇佣工作进入与退出、个体收入、健康投资、工作时长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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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逐一对可能的影响渠道展开分析。

5.1　 雇佣与解雇

我们首先讨论最低工资的变化如何影响个体劳动者受雇或被解雇。 大量

研究表明,被解雇带来的失业会损害个体健康、提高死亡率( Sullivan
 

and
 

Von
 

Wachter,2009;Marcus,
 

2013)。 就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将使得从事雇佣工作与原有情况相比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使得不从事雇佣工

作的机会成本提高,这对从事雇佣工作与未从事雇佣工作的个体都会带来影

响。 一方面,原本对从事雇佣工作意愿不强的个体因为受到雇佣工作更大的吸

引,从而可能选择进入雇佣工作岗位。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能带

来企业用人成本的增加,导致企业的负担有所加重,同时希望从事雇佣工作的

人数也可能会增多,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条件会更为苛刻,门槛会有所提高。 尽

管部分个体希望从事雇佣工作,但其找到雇佣工作的难度可能会增大,且已经

从事雇佣工作的个体也有可能因企业裁员等原因而被迫退出雇佣工作,面临失

业问题。 因而最低工资变化对个体就业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并且已有的实

证研究也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例如,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Card
 

and
 

Krueger(1994)通过比较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最低工资调整的差异,发
现提高最低工资能够促进就业。 而 Neumark

 

and
 

Wascher(2007)通过对文献的

梳理发现多数研究支持了提高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 关于中国的研究中,马双

等(2012,2017)发现最低工资提高显著减少了制造业企业就业,但促进了女性

的劳动参与,而杨娟和李实(2016)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没有

显著影响。 所以提升最低工资究竟将如何影响劳动者就业,尤其是低收入者的

就业并没有定论。
我们针对低收入群体中个体劳动者在初始期是否从事雇佣工作进行分组,

分别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于未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进入雇佣工作和从事雇佣

工作的劳动者被解雇的影响①,结果汇报在表 8 中。 观察表 8 第(1)列我们发

现,最低工资每提高 1%的水平,未从事雇佣工作者进入雇佣工作的概率提高

0. 33 个百分点,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第(2)列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并不显著,
说明最低工资水平的变化不会导致已从事雇佣工作者被解雇。 这些结果说明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可以通过促进未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进入雇佣工作岗位,
进而改善其健康水平,但不会通过使原有的雇佣工作者被解雇或者失业这一渠

道来影响个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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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影响机制分析:雇佣工作进入与退出(低收入群体)

变量
(1) (2)

受雇 解雇

最低工资
0. 333∗∗∗ 0. 076

(0. 085) (0. 121)

City
 

level
 

controls Yes Yes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Province-Year
 

Trend Yes Yes

Observations 4710 2487

R-squared 0. 552 0. 570

5.2　 收入变化

收入是决定劳动者健康水平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通

过改善劳动者整体的生活水平、缓解劳动者的心理压力、使劳动者有能力得到

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等渠道发挥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可

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显著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Wehby
 

et
 

al. ,
 

2020;
 

Lenhart,
 

2017)。 对于低收入群体中从事雇佣工作的个体劳动者而言,最
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会对其薪资水平带来较为直接的影响,可以使其收入水平

得到提高。 而对于低收入群体中尚未从事雇佣工作的个体而言,最低工资标准

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其进入雇佣工作而对其收入产生间接影响。 最低工资对

收入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9 第(1)列。 我们发现,最低工资每提高 1%,
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 0. 68%。

表 9　 影响机制分析:收入与健康投资(低收入群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变量 收入
是否

抽烟

是否

从事

体育

运动

是否

拥有

医疗

保险

热量

摄入

碳水

化合物

摄入

蛋白质

摄入

脂肪

摄入

健康

状况

热量

摄入

是否

超标

碳水

摄入

是否

超标

最低工资
0. 682∗∗ -0. 101∗ -0. 055 0. 019 0. 124∗ 0. 219∗∗∗ 0. 061 -0. 091 0. 187 0. 094 -0. 032

(0. 281) (0. 058) (0. 054) (0. 293) (0. 064) (0. 065) (0. 209) (0. 280) (0. 115) (0. 146) (0. 033)

City
 

level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Specific
 

Year
 

Tre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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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变量 收入
是否

抽烟

是否

从事

体育

运动

是否

拥有

医疗

保险

热量

摄入

碳水

化合物

摄入

蛋白质

摄入

脂肪

摄入

健康

状况

热量

摄入

是否

超标

碳水

摄入

是否

超标

Controlling
 

for
 

Poten-
tial

 

Channels
Yes

Observations 5814 7010 6788 7139 6883 6883 6883 6883 6995 7216 7216

R-squared 0. 623 0. 838 0. 516 0. 688 0. 573 0. 620 0. 557 0. 582 0. 524 0. 504 0. 475

　 　 注:第(1)的收入和第(5) ~ (8)列的食物摄入量均取了自然对数。 第(9)列控制的作用渠道变量包

括个体是否抽烟、热量摄入和碳水化合物摄入。

5.3　 健康投资

最低工资提高导致的收入变化可能进一步带来对于健康资本投资的变化,
从而影响个体的综合健康水平。 为此,我们从健康行为、医疗保险和饮食结构

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我们首先考虑了最低工资对于抽烟行为的影响。 最低工

资提高带来的收入情况的改善可以缓解精神压力、促进精神健康,从而减少抽

烟行为(Saffer
 

and
 

Dave,
 

2005;Byrne
 

and
 

Mazanov,
 

2016;
 

Wehby
 

et
 

al. ,2020)。
表 9 第(2)列的回归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降低了抽烟

行为。 但根据第(3)列的回归结果,最低工资对参与体育活动的概率没有显著

影响。 第(4)列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劳动者拥有医疗保险的概

率没有显著影响。 第(5)、(6)列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改变了膳食

结构,显著提高了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这些发现表明,最低工资通过增

加低收入劳动者对健康资本的投资而改善了其健康水平。
为进一步验证受雇和收入增加、抽烟行为的减少以及膳食结构的优化是最

低工资政策作用于劳动力健康提升的渠道,我们将其是否受雇、收入、是否抽

烟、热量摄入和碳水化合物摄入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中。 第(9)列结果

显示,在控制上述变量后,主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较基准回归明显降低,表明最

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是通过上述渠道导致其健康状况的提升。
此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我国成年人每日食物热量摄入总

量的建议范围为低于 2500 卡路里、每日碳水化合物供能占总摄入比例建议为

55%左右,可见热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并非越高越好,而是需要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 据此,我们分别构造“热量摄入是否超标”及“碳水化合物摄入是否超标”
两个虚拟变量,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最低工资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

热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提升是否有利于健康,回归结果见表 9 第(10)、(1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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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政策对于超额摄入热量和碳水化合物并无显著影响,即最低

工资标准的提高在健康范围内提高了劳动力对于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5.4　 工作时长变化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虽然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多,从而有益于低收入劳动者

的健康,但同时也可能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时长。 前文已经论述过,劳动者

工作时间变长可能导致其娱乐、休闲等时间的缩短,同时也可能会增加劳动者

的工作压力,这些均可能会给个体劳动者的健康带来负向影响 (Grossman,
 

1972)。 因此,有必要针对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长的影响展开

实证分析。 我们以个体劳动者汇报的每周工作的小时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10。 观察第(1)列的估计系数我们发现,最低工

资标准的变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时长没有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区分

了期初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和未从事雇佣工作的劳动者进行分样本回归。
第(2)和(3)列的回归结果同样是不显著的。 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最低工资标

准的提高会通过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长进而对其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表 10　 影响机制分析:工作时长变化(低收入群体)

变量

(1) (2) (3)

每天工作的时长

全部 受雇 未受雇

最低工资
-0. 740 -1. 397 -1. 689

(1. 949) (1. 527) (2. 144)
City

 

level
 

controls Yes Yes Yes
Individual

 

FE Yes Yes Yes
Year-of-Survey

 

FE Yes Yes Yes
Province-Specific

 

Year
 

Trend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559 1866 1687

R-squared 0. 603 0. 559 0. 644

6　 结论

最低工资政策作为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改善劳动者待

遇水平、增进劳动者整体福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利用我国最低工资

水平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样
本,使用广义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分析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如何影响劳动

者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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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劳动者自我评价为

健康的概率,同时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劳动者受到患病影响与在过去四周生病受

伤的概率,而对中高收入劳动者影响很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这一结论

在多种检验下仍然保持稳健。 在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

上升提高了低收入劳动者进入雇佣工作的概率,而不会影响已从事雇佣工作的

个体从雇佣工作岗位中退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起初未从事雇佣工作的劳

动者也会受到最低工资影响的原因。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高了低收入劳动者

的收入水平,进而导致了其对健康投资的增加,但对其工作时长没有显著影响。
这些渠道导致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劳动者健康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结论深化了对于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科学认识,为更科学全面评估

中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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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ime
 

and
 

magnitude
 

of
 

minimum
 

wage
 

adjustments
 

across
 

counties
 

to
 

construct
 

a
 

Generaliz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conduct
 

a
 

systematically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is
 

problem.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minimum
 

wage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orker􀆳s
 

health.
 

Further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come
 

subgroup
 

finds
 

that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health
 

of
 

low-income
 

earners,
 

but
 

has
 

no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middle-
 

and
 

high-income
 

earner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of
 

the
 

minimum
 

wage
 

policy􀆳s
 

effect
 

on
 

low-income
 

earners
 

further
 

shows
 

that
 

it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workers
 

being
 

formally
 

employed,
 

increases
 

income
 

and
 

health
 

investment,
 

and
 

improves
 

health
 

behavior,
 

which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minimum
 

wage-health
 

effect;
 

on
 

the
 

contrary,
 

we
 

find
 

no
 

significant
 

evidence
 

for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minimum
 

wage
 

negatively
 

affects
 

the
 

health
 

of
 

workers
 

by
 

increasing
 

their
 

working
 

hours.
 

This
 

paper􀆳s
 

conclusion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and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for
 

a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China􀆳s
 

minimum
 

wag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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